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难在哪？
贾旭东
　　文化产业促进法是较早进入有关部门立法规划，并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抓紧研究制定”的立法之一。但是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尚未进入立法程序，表明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存在着难点。厘清这些难点，统一思想认识，加快推进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进程，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难点，主要不是来自于利益的重新界定与分配，而在于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制约我国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的首要难点，来自于是政策推动还是法律促进这一推动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式选择上的不同认识。相对于法律促进，政策推动是驾轻就熟的方式。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推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就我国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而言，法律促进是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方式，它有利于构建良好的制度基础、形成稳定的制度体系和规范化的发展秩序、提升政策的推动实效。以法律促进为基础，以政策推动为补充，是未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方式和必然选择。
制约我国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的第二个难点，是立足于现行法律的修改完善还是制定新法这一思路选择上的不同认识。文化产业是一个关联性高的产业，与科技、教育、金融等众多产业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容置疑，但是其任务的繁重程度、艰巨性和可行性需要谨慎评估。将文化领域各个条例上升为法律，也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立法思路的调整困难。现行条例是以规范和管理为核心，而文化产业发展现在更需要的却是促进和激励。以文化领域规范管理性法律和条例为基础，以文化产业促进法为核心，以其他相关领域法律为补充，可能是未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法律格局。

　　制约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的第三个难点，是单一性的文化产业促进法还是分门类的部门产业促进法这一促进法立法体系选择上的不同认识。与单一性的文化产业促进法相比，分门类的部门产业促进法似乎更有优越性，立法成本低，针对性强，易于执行，预期效率更高等。其实则不然。部门产业促进法对于特定的文化产业门类而言，无疑比总体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更具针对性和效率，但对整个文化产业而言，其促进效果和效率则会大打折扣；文化产业门类众多，每一个门类都单独制定本门类的促进法，是不可能、不现实也是没有要的。如果以总体的文化产业促进法为文化产业促进的基本法，同时辅之以辐射和带动性高的文化产业门类的部门促进法，如电影产业促进法、数字内容产业促进法等，将会为推动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完善的促进法律制度环境。

　　制约产业促进法立法的第四个难点，是对上位法缺失的不同认识。在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中，上位法缺失是一个公认的问题。宪法中没有可以援引作为文化产业促进法上位法的条款，更没有文化发展基本法可以援引，以著作权法为上位法似乎也不太合适。但无论属于哪个法系，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没有上位法而立法的案例都是存在的，我国也不例外。上位法缺失，不应该成为我国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的障碍。

　　制约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的第五个难点，是对管理体制的不同认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过程中，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尚未完全理顺。客观地说，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是否到位，对于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存在着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关系到立法的成本，而与立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无关。也就是说，文化产业促进法的立法与体制有关，但不决定于体制。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不仅不应该受制于管理体制改革是否到位，反而有利于促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政府文化产业各主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形成科学、统一、高效的国家文化产业促进体制。

　　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不仅面临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和难点，也面临着很多棘手的实际困难。如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包括行业门类的确定，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法律性质，文化产业促进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重要问题是什么，文化产业促进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等等。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可谓任重道远，但是，有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切工作法治化的要求，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声和建议，有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的各种主客观条件正在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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